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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源数据的城市活力评价与空间关联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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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活力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基于人口格网、夜间灯光、兴趣点和土地利用等数据，利用熵

值法、空间句法和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开展常州市城市活力研究。研究发现：常州城市活力空间差异明显，

活力总体上“中心高、外围低”并呈现沿规划发展轴向外延伸的趋势；全局来看，完善功能设施配置、提高局部可

达性有助于吸引人的聚集活动、提升活力水平，提高全局可达性则可能会降低活力水平；局部来看，人的分布活动

与空间功能设施存在一定的不匹配，部分城中村及老旧街区人口密集、活动强度大但功能设施配置不足，城区外围

的小型商业、产业及居住活动中心的功能设施密度较大但服务的人口和范围有限。研究初步揭示了常州市不同维度

活力的空间分布特征和相关关系，识别了人的分布活动与承载空间的匹配情况，可为常州市城市活力营造、资源配

置和规划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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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超过 60%[1]。高速城镇化过程带来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收益，但也引发了城市无序

扩张、品质提升显著滞后以及区域发展失衡等问题，营造城市活力、构建高品质城市空间成为城市规划建设的重要目标。城市活

力为感知城市物理与社会空间提供了新的视角，结合多源数据评价城市活力并探究不同维度活力间的空间关联特征，可为城镇

功能设施布局优化以及城市规划和发展中活力的营造提供基础性支撑，有利于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 

城市活力具有丰富的内涵，宏观上包括社会、经济、环境、文化等诸多方面，微观上主要表现为城市空间中人的分布与活动

情况。1961 年，雅各布斯最先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指出城市活力是由街道上的行人活动产生的，人类活动和空间场所

的交互使城市产生了活力[2]。杨·盖尔认为城市公共空间的活力源于空间中的人以及人的活动[3]。蒋涤非在《城市形态活力论》

认为城市活力是提供市民人性化生存的能力，人的聚集与生活使城市具有了生命体的特征[4]。总的来看城市活力的核心在于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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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活动与城市空间两个方面，基于文献总结，结合姜蕾[5]、明雨佳等[6]、叶宇等[7]的研究，本研究认为人的聚集和活动是城市

活力的直接表征，也是城市活力的来源，功能密度、混合度和可达性等城市空间要素是城市活力的重要构成，也可以被认为是活

力的影响因素。 

目前，大量研究开展了城市活力的测度与评价，由于关注要素不同，对活力的测度方式也存在差异。宏观研究多以城市、乡

镇为研究单元，构建全面的指标体系测度城市活力[7]。随着对“人”关注的增加以及多源时空数据的深入应用，研究逐渐从宏观

尺度聚焦到了社区、街区以及格网单元等中、微观尺度。这类研究主要关注活力的微观表现，从某一或某几个维度选择代表性指

标测度城市活力。其中，常见的是从人的分布与活动的维度，通过夜间灯光指数[10,11],小型餐饮业分布密度[11,12],社交媒体签到密

度[13],人口分布和人口热力图[6,14,15,16,17]等指标量化城市活力。部分研究还考虑了城市的空间要素，认为功能混合、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POI)密度、交通可达性以及土地利用等也是城市活力的重要构成
[5,18,19]

,丰富了城市活力的内涵和测度指标。此外，

还有研究探究了城市活力的影响因素，主要是以城市空间形态或者建成环境为视角，探讨土地利用、功能密度和混合度、街道可

达性、建筑密度以及建筑形态等空间要素对城市活力的影响[7,13,20,21,22]。 

总的来看，当前研究在活力的内涵[23]、测度[18,19,24]、营造[7,25]以及影响机制[22,26,27,28]等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多关注综合活

力的空间分布，关于不同维度活力间的空间关联特征的研究相对缺乏，同时仍存在城市活力测度方式各异、测度指标与影响因素

交错的情况，例如 POI密度分别被视作城市活力的量化指标[13]和影响因素[21]。基于此，研究结合人口分布、夜间灯光、POI和土

地利用等多源数据，关注活力的微观表现，从人的分布与活动维度表征城市活力，从可达性与空间功能设施维度研究活力构成，

明确活力的空间分布格局。通过空间回归模型和空间关联性分析探索活力构成与活力表征间的影响机制及空间关联特征，结合

活力现状提出活力营造和提升建议，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识别人口和城市功能设施空间上错配等问题，可以为城市功能设施配置

和城市更新等提供参考。 

1 研究区域、数据与方法 

1.1研究区域及研究单元 

研究以常州市中心城区为例开展城市活力研究。常州市作为长江沿线城市和江南运河沿线城市，是江苏的中轴枢纽，同时也

是“苏南模式”的典型区域，“遍地开花”的镇村工业布局对城市中人的分布活动和功能设施布局产生了显著影响。研究参考

《常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确定研究区域东至沪武高速和沪蓉高速，南至南湖路和滆湖，西至江宜高速和德胜河并延

伸至空港区域，北至长江(图 1),面积约 632.96km2。研究采用街区作为研究单元，以弥补行政区大尺度精确性不高而格网小尺度

整体性欠缺的缺陷，街区由道路分割产生，并依据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河流及自然地物分布进行修正，研究区共划分为 1531个

街区，平均单元大小为 0.41km2。 

 



 

 3 

图 1研究区和研究单元 

1.2数据来源 

本文用到的数据包括人口分布、夜间灯光、土地利用、POI 以及道路数据等。其中人口分布数据下载自 WorldPop 官网，

WorldPop基于人口普查、土地覆盖、海拔和坡度等多源数据，通过随机森林模型估算人口数量[29],分辨率约为 100m。夜间灯光数

据来自 Luojia1-01卫星，数据分辨率约为 130m,成像时间为 2018年 7月和 10月，影像数量共计 11景。土地利用现状来自国土

调查，参照《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分类》划分土地利用类型。POI 数据来自百度地图，对 POI 进行数据清洗操作，去除重复值、

无用值和异常值后剩余 POI数据约 15万条，结合《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将 POI数据重分类为公共管

理与公共服务类、商业服务类、居住类、工矿类和其他类。 

1.3研究方法 

1.3.1城市活力评价思路 

人是城市活力的生产者[30],城市活力的本质是要有人的聚集和持续的活动。密集分布的人口是街区具有活力的前提和最为直

接的表征，因此，研究基于人口格网数据计算街区人口密度以表征人口活力。夜间灯光可以提供人类活动为中心的独特视角，直

观的表示人的各类社会经济活动强度及空间变化，刘钊等[8,11]使用夜间灯光数据表示夜间活力，贾晋媛等[28,31]更是直接使用夜间

灯光表征城市活力，因此，研究通过夜间灯光平均亮度表征夜间活力。人口数据和夜间灯光数据互为补充，可以综合表征人的分

布与活动情况。 

空间的功能和结构会影响城市的使用人群，决定空间的使用途径、价值以及可能的活动类型[17],是城市活力的重要构成，也

可以被认为是城市活力的影响因素。其中，适宜的城市功能密度和混合度有助于吸引人的各类活动，良好的街道可达性为人群在

街区的聚集提供了基础[32],一般来说，POI 密度大、混合度高、可达性高的街区更容易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集聚人气。因

此，使用 POI数据和土地利用数据分析计算街区 POI密度、POI混合度和土地利用混合度，反映功能设施的密集程度和多样性[12],

通过空间句法计算街区的可达性，反映一定的空间结构特征。 

1.3.2基于香农多样性指数和熵指数的混合度测度 

POI混合度通过香农多样性指数(式 1)表示，该指数可以同时考虑计算要素的均匀度和丰富度，各类要素分配越均匀指数越

高。为消除不同类别 POI数量差别较大的影响，计算数量加权后的占比 Pi,j(式 2)参与混合度的计算。 

 

式中：Pi,j表示第 j类 POI在街区 i中的加权占比；n表示总的 POI类别数；Nall表示所有类别 POI总数；Nj,all表示第 j类 POI

总数；Ui,j表示街区 i中第 j类 POI的加权数量。 

土地利用混合度使用熵指数(式 4)表示，熵指数是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土地利用混合度度量指标
[33,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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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i,j表示第 j种土地利用类型在街区 i中的占比，N表示总的土地利用类别数。 

1.3.3基于空间句法的可达性测度 

空间句法以拓扑学为视角，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引入到城市物质空间
[35]

,能够更加直观的表示人类社会与城市物质空间之间

的关系，被广泛应用于城市空间结构的量化研究。整合度作为空间句法的常用指标之一，可以代表某条道路与其他道路集聚离散

的程度，表示街道的中心性和可达性，整合度越高说明道路处于越便捷的区域，可达性越高。整合度分为全局整合度和局部整合

度，全局整合度代表了在整个空间系统的任意位置到达该道路的难易程度，局部整合度代表了该道路周边一定范围内到达该道

路的难易程度。在 DepthmapX 软件中使用角度和距离加权的线段模型分析(式 5)实现整合度的计算[19],并将基于道路的可达性通

过邻接关系转换到街区单元。 

 

式中：n表示所选半径内的全部节点数量；MDi表示节点 i的平均角度深度。 

1.3.4空间滞后模型 

采用空间滞后模型(式 6)探究 POI密度、混合度、可达性等活力的空间构成要素对活力表征的影响，空间滞后模型可以考虑

到活力表征的空间自相关性，即人的分布与活动不仅受到功能设施密度、混合度等空间要素的影响，还受到周围街区人的分布与

活动的影响。 

 

式中：y 是因变量；W 是其空间权重矩阵；ρ 是空间滞后项的系数；x 为自变量；β 是自变量的回归系数；ε 表示随机误

差。 

1.3.5基于双变量空间自相关的空间关联性分析 

采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探索活力构成和表征的空间相关特征[36],包含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两个方面。双变量全

局莫兰指数(式 7)用于探测变量空间分布上的相关性，全局莫兰指数的值位于-1 到 1 之间，越接近 0 表示两个变量之间的空间

相关性越小。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用于探索两个变量间的局部关联性，得到的聚集图可以表示出变量之间局部的高-高/低-低

的空间正相关关系，或是高-低/低-高的空间负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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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 表示总的空间单元数；Xi,m和 Xj,n分别表示变量 m 和 n在第 i 个和第 j 个街区单元的值；Xm,mean和 Xn,mean分别表示 m和

n两个变量的平均值；σm和σn分别表示 m和 n两个变量的标准差；wij表示 i和 j两个街区之间的空间权重。 

2 结果与分析 

2.1活力表征的空间分布特征 

活力表征的量化结果表明(图 2,图 3),从人的分布与活动维度来看，常州城市活力总体上“中心高，周围低”并呈现沿“沪

宁发展轴”和“江浙南北中轴”两条规划发展轴向外延伸的趋势，同时外围组团的部分街区活力也处于较高水平，与区域小城

镇经济较为发达的特点相一致。作为一座依水而建的古城，常州市人口活力高值呈现沿京杭大运河两岸分布的特点，夜间活力高

值相对分散，呈现沿南北方向延伸的趋势。分组团来看，首先，中心组团内街区人口活力均值远高于其他组团，约是常州市整体

街区均值的两倍，表明中心组团聚集了大量的人口，社会经济活动较为丰富。其次，中心组团周边的高新、湖塘、城东以及城西

组团的活力相比外围的新龙、新港、空港、武南和西太湖组团要高，表明常州城市活力呈现以中心组团为中心逐步向外扩散的趋

势。最后，中心组团南北方位的高新、湖塘组团的活力要大于东西方位的城东、城西组团，表明常州市南北方向的发展强度大于

东西方向。 

 

图 2各城市组团内的人口活力和夜间活力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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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活力表征空间分布图 

2.2活力构成的空间分布特征 

POI 密度的量化结果(图 4,图 5a)表明，常州市功能设施布局空间差异明显，中心、高新和湖塘组团内街区 POI 密度均值远

高于外围的空港、武南、新港和西太湖组团。POI密度高值区以常州站、青果巷为中心，向北延伸至新北区的江南环球港和常州

北站，向南延伸至武进区国贸工业园和大学新村，反映常州市城区中心功能较为成熟，各类功能设施分布密集并逐步在向外扩

散。此外，城区外围的镇村居民集中区和产业集中区 POI密度也相对较高，例如魏村、遥观村、罗溪镇、空港产业园、卢西工业

园和武进西太湖经发区产业园等，这与常州市“遍地开花”的镇村产业布局相一致，镇村产业带动了外围新组团的发展，城市新

区的功能正趋于完善。 

POI 混合度和土地利用混合度的空间分布(图 4,图 5b、5c)具有相似性，均没有明显的聚集中心。部分中心组团附近的街区

混合度相对较低，土地利用混合度这一空间分布特征尤为明显。这可能是《雅典宪章》确定的以功能分区为主导的城市规划范式

对城市规划建设、土地资源利用产生的影响，城市中的许多街区往往只被设计为单一的功能，缺少功能混合，因此多样性欠缺。

此外，部分外围街区的 POI混合度和土地利用混合度相对较高，可能是由于这些街区面积相对较大，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新城发

展关注了城市功能混合。 

 

图 4各城市组团内的活力构成均值 

街区可达性结果(图 4,图 5d、5e)表明，中心、高新和湖塘组团以及常州客运东站附近街区局部可达性高，是交通较为发达

的城区中心，而横穿城区的京杭大运河、京沪高铁和沪宁铁路对市区交通产生了明显的切割作用，沿线街区的局部可达性相对较

低。龙江路、沪武高速公路、青洋路等干线道路沿线的全局可达性较高，表明这些道路在整个区域发挥了重要的连接作用。 

2.3活力构成对活力表征的影响 

通过空间滞后模型探究五类活力构成对活力表征的影响，结果如表 1所示，空间滞后模型的 R2为 0.866,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POI密度和局部可达性与活力表征呈现显著相关(P<0.01),相关系数分别为 0.275和 0.088;混合度与活力表征呈现正相关，但相

关性并不显著；全局可达性则会对活力表征产生消极作用，相关系数为-0.033。结果表明，可以通过增加功能设施密度、提高街

区的局部可达性提升城市活力，还可以进一步优化土地利用和功能配置，打造多样性街区；快速路、主干路等道路的修建可能会

导致活力的缺失，因此需要合理规划设计城市主干路，适当在主干路附近规划各类功能设施，提升其两侧的活力。 

表 1空间滞后模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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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系数 Z值 P值 标准差 

空间滞后项 0.868 62.484 0.000 0.014 

常量 0.006 0.205 0.837 0.030 

POI密度 0.275 6.971 0.000 0.040 

POI混合度 0.008 0.974 0.330 0.008 

土地利用混合度 0.002 0.221 0.825 0.008 

局部可达性 0.088 6.081 0.000 0.015 

全局可达性 -0.033 -0.918 0.359 0.036 

 

 

图 5活力构成要素空间分布图 

2.4活力构成与活力表征的空间关联性分析 

活力表征和活力构成分别从“人”和“空间”的维度解释城市活力，利用 Geoda 软件计算五类活力构成与活力表征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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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莫兰指数(图 6)。研究发现，POI 密度、POI 混合度、土地利用混合度、局部可达性与活力表征呈现空间正相关，表明提高

街区城市功能设施的密度、混合度以及局部可达性有助于吸引人的社会经济活动、提升活力水平。全局可达性与活力表征呈现空

间负相关，表明提升全局可达性有可能会导致活力水平的下降。这是由于全局可达性高的道路主要是高架、高速公路和主干道等

区域性道路，道路的分割作用会导致其周边区域活力欠缺，这一结果与《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提出的城市主要干线的设

计可能造成“交界真空带”,从而导致活力和多样性缺失的观点相一致[2]。 

 

图 6双变量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 

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聚集图表明活力构成与活力表征的聚集特征明显(图 7),高高型聚集主要分布于城区中心，低低型聚

集主要分布于城区周边，表明城区中心人口分布密集，活动强度大，功能设施丰富多样且可达性较高，活力基础较好，城区外围

的新港、新龙、空港和西太湖等城市新组团人口稀疏、功能设施配置相对不足，活力有待提升。活力构成与活力表征之间的局部

空间负相关(低高、高低聚集)表明，POI密度、混合度和可达性反映的城市空间功能结构与人的分布活动存在局部不匹配的问题。

一方面，城区中心附近的一些城中村以及老旧街区功能配置不足但其人的活动强度大，例如京杭大运河沿岸和潞城街道，这些街

区可通过增加各类功能设施的密度来提升城市活力。另一方面，城区外围的小型商业、居住中心以及产业园区功能设施相对密集

但服务人口和服务范围有限，例如罗溪、薛家、百丈、南夏墅、龙城家具城、庙桥消费品综合市场、卢西工业园等，这些街区人

口和社会经济活动的聚集落后于开发建设进度，较易出现功能设施闲置的情况，是未来承接老城区人口转移、培育经济社会活动

的重点区域。 

 

图 7活力构成与活力表征的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聚集图 

3 结论与讨论 

3.1结论 

研究从活力表征和构成两个方面开展城市活力评价，分析了城市活力的空间分布现状以及功能密度、混合度和可达性等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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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构成与活力表征空间关联特征和影响机制，主要形成以下结论：(1)常州城市活力表征总体上“中心高、外围低”并呈现沿“沪

宁发展轴”和“江浙南北中轴”两条规划发展轴向外延伸的趋势。(2)活力构成上，老城区各类功能设施分布密集、局部可达性

高，但部分街区的功能混合度相对较低；外围新城城市功能正逐步完善，局部街区功能密度和混合度较高，但整体活力构成水平

与内部组团仍有一定差距。(3)活力表征受 POI 密度、POI 混合度、土地利用混合度、可达性等空间要素的影响，其中 POI 密度

与局部可达性与活力表征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全局可达性与活力表征呈现负相关，提高城市功能设施的密度、混合度以及局部可

达性有助于吸引人的社会经济活动、提升活力水平，而修建区域性道路、提升全局可达性则可能会导致周边街区活力水平的降

低。(4)通过局部空间关联性分析可以发现人的分布活动与空间功能设施不匹配的现象，城区中心的城中村及老旧街区人口密集、

活动强度大但存在功能配置不足的问题，而城区外围的小型商业、产业及居住活动中心的功能设施密集但存在服务人口和辐射

范围有限的问题。 

3.2讨论 

城市活力评价和不同维度活力间的空间关联性分析结果有助于明确城市空间功能和设施配置的部分问题，并为探究城市活

力提升路径提供一定参考：(1)活力基础较好的老城区需注重空间品质提升，加快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建设与完善公共

活动空间，积极打造城市第三空间，为人们提供居住和工作以外的公共聚集场所，促进人与人、人与空间之间的互动。(2)城市

新区营造活力的首要任务是聚集人口，可通过提高功能设施密度和可达性、加大公教文卫、休闲娱乐等配套设施的投入，达到不

断吸引人口的目的，在发展自身的同时缓解中部组团人口密集、住房紧张以及交通拥堵等问题。(3)城中村和城市外围的小型产

业及居住中心需合理配置资源，实现区域均衡发展，一方面，可通过鼓励开展城市更新，推进城中村、老旧小区以及旧工业区的

改造重建，推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适当提高街区功能设施密度，优化街区活力构成，另一方面，需要注重外围镇区中心产业空

间与城市居住、游憩和交通等各项功能的混合，实现产城融合。 

多源时空数据能够为多维度的城市活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提供支撑，当前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可进一步结合城市时空大

数据优化城市活力测度指标，如结合手机信令、人口热力图实现动态的、精准的人口活力估算，结合三维建筑物数据完善城市空

间要素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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